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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管窥东西方历史，国家与社会的历史纵横总体呈现同构一体、有限分离、有机互动的变迁历程，考量政治认

同的三个界面，即个人特性的自我确证、他者世界的承认归属、权力权威的遵从信任，政治认同相应呈现附魅与混沌化、

出场与宰制化、内生与有机化的表征。从“谁之认同”的主体探趣，“非我”—“自我”—“他我”是其认同表征的相应的主

体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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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是在时间变化中的认同。”［１］伴随着人类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从尚武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

变（圣西门）、从共同体社会到利益社会的转化（滕尼斯），从自然经济社会与货币经济社会的转身（齐美

尔）、从巫魅化社会与祛魅化社会的转向（韦伯），“我是谁”“我们是谁”等认同困惑更是推向了历史的

前台。然而如托马斯·卡莱尔所言：“过去是一个世界，而不是一片灰色的混沌。”①管窥东西方历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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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与社会的历史纵横总体呈现同构一体、有限分离、有机互动的变迁历程，考量政治认同的三个界面，即

个人特性的自我确证、他者世界的承认归属、权力权威的遵从信任，政治认同相应呈现附魅与混沌化、出

场与宰制化、内生与有机化的表征。从“谁之认同”的主体探趣，“非我”—“自我”—“他我”是其认同表

征的相应的主体样态。

一　国家与社会同构一体：政治认同的附魅与混沌化
国家与社会同构一体，顾名思义，国家即社会，社会即国家，二者是融合为一与互为一体的。考量西

方社会古希腊时期、古罗马时期、中世纪国家与社会的演绎变奏，大体上经历了“一体复合—初步划

分—‘二元’雏形”的变迁历程，但总体上仍未跳出国家与社会同构一体的模式范型。东方社会君主专

制时期、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国家与社会亦是同构一体的历史印证。

考察西方社会发展史，作为政治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时期城邦生活与社会生活是合二为一的，公民

把“对自己私事的关心同参与公共生活结合起来了”［２］３４。亚里士多德对人的研判即“人天生是一种政

治动物”［３］４，更是对古希腊时期国家与社会同构一体生活写实的经典隐喻。古罗马时期当小国寡民的

城邦扩张成为一个地域庞大的世界帝国时，城邦时期的存在方式已难以适应，国家与社会关系有所疏

远，法律成为国家治理的必然产物，如西塞罗所言，国家是“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

集合体”［４］３９。然而《罗马法》的实行即隐喻国家与社会的初步分野，国家依法行动，社会则依靠道德、传

统、习俗等力量治理。历史步入漫长的中世纪，当基督宣布“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时，“属灵的

王国”与“世俗的王国”分立，二元分野的雏形即告形成。精神领域归教会管、世俗领域归国家管，国家

与教会将人牢牢地固定在无自主、无自我的坐标系中。然而需要指出，中世纪教权与王权的二元分野并

非国家与社会的有限分离，此二元非彼二元，中世纪的二元观念仅仅是为国家与社会的有限分离提供了

理论资源，正如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克·沃特金斯（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ｈＷａｔｋｉｎｓ）指出：“在西方教会与国家本是分
立的制度，传统西方文明便运用于社会二元论的基础之上；如何以纯粹世俗制度为基础，保存这一二元

体系，便成了现代政治的课题。”［５］４９教权与王权的二元走向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并非一种延续，而是一次

蜕变与重生。此外，中世纪虽然从一定意义上是“二元雏形”，但其以教权与政权两条绳索交织的控制

方式使“一切私人领域都有政治性质，或者都是政治领域；换句话说，政治也是私人领域的特性”、“在中

世纪，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生活是同一的”［６］２８４。基于此，得出古希腊时期、古罗马时期、中世纪国家与

社会的演绎变奏，大体上经历了“一体复合—初步划分—‘二元’雏形”的变迁历程，但总体上仍未跳出

国家与社会同构一体的模式范型。

考察东方社会，“家国同构”是君主专制时期最为典型的社会格局。家国同构即“国”是“家”的放

大，“家”是“国”的缩影，家与国之间的“社会”无从发展，淹没于家国的同构格局中。“从精神义理上

说，血缘社会法则同化了国家，因而‘国家被社会化了，由家而国；而从政治权力上说，国家吞噬了社会，

因而社会被国家化了，‘国’居‘家’之上。’这是一种使国家的政治权力处于至上地位的社会与国家的

‘对立统一’。”［７］不难看出，家族、宗族、国家的三位一体在君主专制时期使国家与社会实现了高度同

构。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在教条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判定下，加之期待革命的幸福承诺快速兑现的急切心

理，这一时期各国纷纷走上了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即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政策，由此将国家权力

机构与社会结构再次推向了高度胶着的状态。社会的自主性再次走向“夭折”，国家与社会则在君主专

制时期、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留下同构一体的东方印证。

国家与社会同构一体下政治认同呈现附魅与混沌化的表征。一是个人特性的遮蔽。正如海德格尔

所言，存在即“有意义的”展开，是向“澄明之镜”的解蔽与敞开，然而“让存在总是在个别行为中让存在

者存在，对存在者有所动作，并因之解蔽着存在者；正是因为这样，让存在才遮蔽着存在者整体。让存在

３４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自身也是一种遮蔽。在此之在的绽出的自由中，发生着存在者整体之遮蔽，存在着遮蔽状态”［８］２２７。国

家与社会同构一体下自我特性既有“未经揭开”之遮蔽、“掩埋”之遮蔽，也有“伪装”之遮蔽，个体在城

邦共同体、教会共同体或宗法共同体下往往秉持着“纲常”“天道”等法则，未能呈现“存在的敞开”。在

政治认同上则被神秘因素或绝对权威所“绑架”，呈现附魅与混沌化表征。二是他者世界的规约。认同

是内蕴“他者”之维的认同，“他者”从文化哲学上分析，“既指主体某种欲望和情绪的投射，是“另我”，

也指伦理化的，体现‘自我’对‘他者’的责任与义务，是绝对化的，不能还原、同化为‘自我’的‘他

者’。”［９］１３０－１３２国家与社会同构一体下，个体在‘另我’的维度是规约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上帝

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另我”是严格地绑定在王权或教权的“十字架”上。“他者”的维度也是规

约的，在血缘、地缘、宗缘的依出身而决定公共事务决定权的法则下，“他者”世界的参与与介入也即被

严格地限定。他者世界的规约使政治认同在这一时期未能从真实的“他者”意象性关联中反观“自我”，

其认同亦是附魅与混沌的。三是权力权威的强力。国家与社会同构一体实是无社会，惟有国家的同构

一体，“绝对化的权力权威”是其最显著的符号，“一切文化、经济，只能活动于此一机器之内，而不能轶

出于此一机器之外。”［１０］９２政治认同则成为一种异化了的以政治权力导向为鹄的单向度强制性之河的

潜流。

“谁之认同”“为何认同”“如何认同”是认同研究不可回避的三根主线，“谁之认同”更是研究逻辑

起点与归属原点，因此解读国家与社会同构一体下政治认同附魅与混沌化的表征，从“谁之认同”探趣，

不难得出，“非我”式的认同主体是其认同表征的主体样态。“非我”是费希特提出的范畴，即“自我”的

对立物或对立面，是对“自我”的否定，作为“我”的对象世界，在被占有、利用和改造的过程中，处处会打

上“我”的印记，成为“我”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显现（“自我”本性的确证）。然而在国家与社会同构一

体下，“非我”是主体的扭曲的暴力，是“一（权力）”的化身下被支配、被占有、被征服、被暴力甚或被消

灭的否定的“自我”。“非我”只有在万物有灵、图腾习俗、巫术信仰等神秘因素或家族、城邦、种姓、门

第、行会、教派等群体性“人格”下在以“人的依赖关系”的组合中寻求自我的幻象。“公共意志”的操

控、绝对君权的命令、绝对教权的威慑足以将“自我”粉碎。“非我”式的认同主体在城邦、教会或君权掌

控国家所有经济资源的绝对经济控制下“顺应”地认同；在“家国同构”、教权、王权统合的社会格局中

“自然”地认同；在“纲常伦理”、“权力至上”的绝对文化的理念统治下“服从”地认同。然而“顺应”认

同、“自然”认同、“服从”认同均非理性主体的自觉认同，而是“非我”式的认同主体在“一（权力）”的化

身下混沌不清的、附魅的、蕴含克里斯玛型因子的认同。简言之，国家与社会同构一体下社会自主性的

缺失、主体性的匮乏、权力与强力的覆盖，“非我”式认同主体是认同表征于附魅与混沌化的阿额琉斯

之踵。

二　国家与社会有限分离：政治认同的出场与宰制化
国家与社会有限分离即国家与社会从同构一体的二元融合中走向分化与分离，二者的界限有所廓

清。揆诸西方社会国家与社会有限分离的进程演绎，不难发现，呈现启蒙运动时期“社会中心论”、黑格

尔为代表的“国家本体论”、马克思的“对立性”与“同一性”并存的变迁历程，然而无论是持何种倾向，

国家与社会已无可疑义地从同构一体迈向了有限分离。东方社会自民族国家的确立、市场经济的开启、

世俗化进程的推进国家与社会亦呈现有限分离的时代印迹。

考察西方社会，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世俗化”、市场经济等一系列现实要素的冲击

下，“中世纪‘现实的二元论’逐渐向近代‘抽象的二元论’转换”［７］２８４，随着市民阶层的形成、资产阶级的

崛起，“现代欧洲社会思想的核心”向国家与社会分离的观念迈进，并“规定了欧洲国家的政治日

程”［１１］６４。然而国家与社会的有限分离并非直线发展的，而是呈现“社会中心论”“国家本体论”“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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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同一性”并存等不同的理论构想与现实镜像。启蒙运动时期，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从天赋人权

出发，在“人对人的战争状态”、田园诗般的“诗意”状态、先天的“平等”状态等不同的自然状态构想中

提出了社会契约论的解读，即“社会先于或外在于国家”，国家受社会的制约。亚当·斯密“看不见的

手”这一经济学的解读更是为“社会中心论”者注入了实质性支撑，此后戴雪、潘恩、杰斐逊、汉密尔顿等

思想家也以此切入论证在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基础上社会的有限性与民主宪政建构的必要性。黑格尔则

另辟新径，提出“国家高于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

场”［１２］３０９，“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作为显示出来的、自知的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是绝对

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１２］２５３，市民社会普遍存在的非正义、不平等使国家的干预是必要且正当的。然而

黑格尔的“普遍国家”思想则极易滋生“专制主义”的土壤。马克思立足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

的视野，提出国家与社会“对立性”与“同一性”并存的论断。“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

物”［１３］１８９，鲜明地阐释社会对国家的优先性，然而国家与社会并不只有对立，其统一面则体现在国家从

社会中分离出将不同调和的矛盾、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以实现最大限度的公共利益为旨归，最

终回归于社会，达至与社会的统一。无论是启蒙运动时期“社会中心论”、黑格尔为代表的“国家本体

论”，亦是马克思的“对立性”与“同一性”并存都是基于国家与社会有限分离的现代逻辑起点上的探究

与思考，它推进了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的二分及互动建构的可能。然而国家与社会的有限分离也并非

一帆风顺，当前国家社会化与社会国家化的再次融合、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权力与资本的合谋对社

会的侵蚀等现实镜像即是国家与社会有限分离后的当代风险。

管窥东方社会，自民族国家的确立、市场经济的开启、世俗化进程的推进国家与社会亦呈现有限分

离的时代印迹。东方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其后发性，国家与社会有限分离的理论探究不及于西方

社会，更多是在西方“普遍性谋划”的宏大叙事中的步步追赶。自国家与社会分离进程的开启，丹尼

尔·贝尔所言说的不同领域服从于不同的轴心原则的现代性紧张逐步显现，经济技术体系围绕效益轴

心原则、政治体系以权力为轴心原则、文化体系以价值为轴心原则，真正走向“抽象的二元论”的转换。

国家与社会的有限分离使“铁板一块”有所松懈，政府也由“集权”走向“分权”，转变运作与治理方式；

市场则由以权力为中介调控分配资源转向以货币为中介的效益本位，实现商品、劳动者与资本的自由流

动与组合；社会活力竞相迸发，自主性增强，逐步发挥对国家权力的参与、监督、制约等功能。然而国家

与社会的有限分离“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社会利益分化和资源分散水平不高、社会权利对国家权力

的制约不力，社会的自主自治自律性较差，加之‘国家主义’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１４］２２１等因素，国家与

社会的互动建构仍有一定距离。

国家与社会有限分离的二元结构下政治认同呈现出场与宰制化的表征。一是个人特性的觉醒与困

惑并存。在西方“天赋人权”的权利观念冲击下，个体权利意识彰显，“主体性的退隐”向“主体性的黎

明”一路高歌猛进，然而在权利不证自明的先验性预设下，共同体成为实现个人权利的“工具”意义上的

联合，价值世界陷入“诸神争吵”的中立，“连根拔起”的一代“生活在碎片之中”（鲍曼语），成了“无根”

的“原子式”的个人，也印证着马克斯·舍勒深刻寓示的“价值颠覆”特性—“历史上没有一个时代像当

前这样，人人对于自身这样的困惑不解。”［１５］５７政治认同呈现出场与宰制化的表征。二是他者世界的延

展与异化并存。市场经济是国家与社会有限分离的经济基础，“利”也即得到认可与放大。欲望和情绪

投射的“另我”的他者维度得到延展，消费主义的蔓延、物化的堆积都是欲望与情绪投射表达的另意表

征。然而“现代权利社会中，物上所承载的精神纽带已经消失，物的衡量完全用货币计算，因此，人与人

之间的精神联系被瓦解，只剩下货币化的人与物的关系”［１６］。“欲望着他者的欲望”（拉康语）、“单向度

的人”（马尔库塞语）使“另我”的延展陷入新一轮的宰制。工具性视域的现代社会的联结、精神价值的

虚空、“物化”的泛化，也使伦理化的“自我”对“他者”的责任与义务这一他者维度的异化，一切已“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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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化、“符号”化、“工具”化，陷入普遍的信任危机与责任缺场。三是权力权威的遵从与调侃并存。国

家与社会的有限分离，使社会从绝对的权威与绝对的强力下获得了自主空间，社会自主性有所生长，但

国家与社会互动建构的不足使个体再次陷入“不拒绝的接受”的犬儒心态，呈现“过客心态”与“游民化

倾向”，权力权威的遵从与调侃并存。“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

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

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１７］４

国家与社会有限分离的二元结构下政治认同的出场与宰制化，从“谁之认同”的主体探源，不难发

现，“自我”式的认同主体是其认同表征的主体样态。在“人的依赖性”向“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

立性”转型的社会形态中，认同主体的自主意识与自觉意识有所彰显，然而在不证自明的“自我”式的权

利预设下，“（权利话语）也导致了对于独立而张扬的形式化的偏好，对于责任的近乎失语，对于个人独

立和自我满足的过度忠诚，通常在无视市民社会中间群体的情况下对个人与国家的关注，毫无愧意的偏

斜等。”［１８］４１８个体的认同也呈现实在的自我与自我的非实体性的理论内部与心里内在的紧张。“实在的

自我（即构成个人的一种先天的、自我确认的本质）的角度界定的认同，笛卡尔的‘我思’、康德、胡塞尔

的超越的自我从不同层面论证认同性是某种基本的、实在的、统一的、确定的东西。自我的非实体性

（休谟），或者将自我和认同性看作是一种有关存在的规划，一种真实个体的创造，克尔凯郭尔、马克思、

尼采、海德格尔、萨特等论证认同性的创造成了每一个体的一种有关存在的设计。”［１９］３９３－３９４实在的自我

与自我的非实体性的争论也一定程度体现着在更新的、转瞬即逝的现代性经验中认同主体的出场与宰

制化的双重可能与风险。个体的政治认同也在“断裂社会”“被围困的社会”“个体化社会”“风险社会”

等矛盾与紧张中建构与解构、脱域与嵌入、分化与整合，一面是“理性化的、官僚主义的、消费的大众社

会和媒体文化中个性的均一化”，另一面又是“片断的、支离破碎的、游牧式的消散与离散”［１９］３９６－３９７。简

言之，国家与社会有限分离下自主性与依赖性并存、集中与离散并存、一元与多元并存的双重编码，是

“自我”式认同主体下认同表征于出场与宰制化的深刻根源。

三　国家与社会有机互动：政治认同的内生与有机化
从元哲学解读，国家与社会同构一体、国家与社会有限分离发展到极致则可能推向“权力至上”的

国家主义或“社会至上”的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是滋生“极权专制”的土壤，无政府主义则是滋生“涣散

自为”的土壤，它们都是基于人性的乐观估计、二元化的思维与“零和博弈”的计算的偏见思想所造就，

都不是国家与社会的最佳状态。国家与社会的有机互动即国家在法治与理性的治理逻辑下、社会在自

主、自治、自律的发展逻辑下相互形塑、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相互纠错的互动生态。马克斯·韦伯的

“合法性”理念、伊斯顿的“扩散性支持”、普特南提出的“社会资本”、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等都隐喻

着国家与社会有机互动的内在意涵。

国家与社会的有机互动，从应然视域解读，内蕴三个面向：一是分立而不对立。历史经验已证明，国

家与社会的同构一体易导致“总体性社会”“权力专制主义”，不利于社会自主性的生长。国家与社会的

两者对立则导致“松散性社会”、“零和”博弈困境，因此国家与社会的有机互动是扬弃并超越与国家“对

立”为始点的社会构建，分立而不对立，从“零和”博弈走向“非零和”博弈，推进国家宏观治理与社会自

主自治的相互形塑、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相互纠错。二是归位而不越位。“强国家、弱社会”“弱国家、

弱社会”“弱国家、强社会”“强国家、强社会”的排列组合隐喻国家与社会的内在张力与尺度，归位而不

越位即国家与社会在各自的临界值内推进相互的互动与完善。国家层面的归位而不越位，借鉴迈可·

曼（ＭｉｃｈａｅｌＭａｍｎ）的界说，即国家拥有强大的基础性权力，而非专制性权力［２０］１８。社会层面的归位而不

越位，即拥有自身的自主能力，而非僭越能力。自主能力指社会能在国家权力之外获得自主发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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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权利。僭越能力即超越自身的界域范围，渗透与侵入于国家自主领域的能力。三是全面而不片面。

国家与社会有机互动不仅是国家与社会简单的二维图式，而是国家、市场、社会、国家与社会间公共领域

等多维面向的图式，仅有国家与社会，而无市场的推动则极可能陷入“国家与社会同构一体”的形态；仅

有国家与社会，而无公共领域的发育，则极可能陷入公共权力领域吞噬私人领域或私人领域消泯公共权

力领域的畸态。正如有学者言：“人类政治文明演变的基本轨迹，从暴力政治转向协商政治，从权力政

治转向权利政治，从无序政治转向有序政治，从垂直政治转向平面政治。”［２１］分立而不对立、归位而不越

位、全面而不片面的三维内涵也与人类政治文明演变的基本轨迹相齿合。

在是否可能与如何可能的哲学诘问下，探趣国家与社会有机互动的当代实现，不难得出，公共领域

的现代构建、权力与权利的现代转换、输入与输出的现代平衡是国家与社会有机互动的可能路径。一是

公共领域的现代构建；依据哈贝马斯在１９６１年撰写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的论述，公共领域是公
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缓冲场”，也是公共意见、公共舆论、公共理性生发的“强磁场”，公共领

域是在辩论与探讨意义与价值中推进社会整合与群体认同的场域，在公共领域的主体参与本身即是对

政治秩序认可的表达方式。公共领域的现代构建是国家与社会有机互动的必要场域。二是权力与权利

的现代转换；霍布斯、洛克、卢梭均从“社会契约”的视角解读权力的正当性来源，政治权力、社会权力、

个体权利形成了权力与权利的转换序列。从此可推知良性的转换谱系应是政治权力得到社会权力的支

持、社会权力获得个体权利的赋予，由此形成自下而上的权力制约序列与自下而上的权利转化序列，在

权力与权利的现代转换中既推进国家与社会的有机互动，也实现权力的制约与权利的转化的二者统一。

三是输入与输出的现代平衡。依据戴维·伊斯顿、加布里埃尔·Ａ·阿尔蒙德的政治系统论解读，输
入、转换、输出是政治系统内体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三个阶段，政治输入即“公众对政治体系的要求与

支持”，政治输出则是“系统内当局履行的决策和行为”［２２］２７６。输入与输出的不平衡可能陷入“专制性

权力”亦是“合法性危机”，输入与输出的现代平衡既是国家与社会有机互动实现的条件，也是政治系统

良性运行的基础。

国家与社会有机互动下政治认同呈现内生与有机化的表征。一是个体身份认知的清晰化。无论是

“人与人的依附关系”或是“人对物的依赖关系”，都使个体陷入“主体性困境”或是“物化”谜局，国家与

社会有机互动下个体通过政治参与、公共交往、协商对话超越“无根浮萍”式的虚幻、走出与君王相对应

的“臣民”身份、走出意识形态伪饰的“人民”话语、走出精英主宰下的“大众”言说，而走向公民社会中

的“公众”身份，以公众式的主体明晰个体的权利与义务、责任与担当，在“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

摆钟下实现人的自由与自然权利的内在平衡。二是他者社会意识的确证化。国家与社会同构一体的一

元结构抑或国家与社会有限分离的二元结构下政治认同呈现附魅与混沌化抑或出场与宰制化的表征，

在此政治认同表征镜像中个体对他者社会则是公权力强制下的“异化”抑或私密性狂欢下的“冷漠”，

“意义的共同体”即告崩溃，“构成性的善”也即缺席。国家与社会有机互动则“在锡拉和卡律布狄斯之

间”获得了平衡，他者社会中找寻着“相互的承认”、在“最大公约数”的利益共识中寻求自我的定位与群

体的边界，确证群体符号与增强集体观念。三是权力权威认同的理性化。国家与社会有机互动下个体

对权力权威的认同既不是无主体的盲从、也不是远而避之的冷漠，而是寻求与公共权力互动合作下的理

性认知。个体不是受指令的“受众”、也不是受盅惑的“人民”，而是参与公共生活、赋予公共理性的“公

众”，个体在自觉认知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集体观念下理性地认知权力权威，对权力权威形

成理性而非盲动的认同。

国家与社会有机互动下政治认同的内生与有机化，从“谁之认同”的主体探源，不难发现，“他我”式

的认同主体是其认同表征的主体样态。桑德尔曾提出三种不同性质的共同体：“工具性共同体、情感性

共同体和构成性共同体”［２３］１５０－１５１。工具性共同体是基于手段、功利构成的共同体，情感性共同体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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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血缘、情缘、亲缘构成的共同体，构成性共同体则是建立在平等关系意义上的公民共同体。不难发现，

构成性共同体是国家与社会有机互动的生长境遇，而“他我”式的认同主体是构成性共同体得以实现的

主体基础。“他我”即超越同一性、单一性的，内蕴“非同一性”“异质性”的有责任、有担当的主体。列

维纳斯、德勒兹、福柯、德里达等都对“他我”有过论述，“他我”是伦理的源点，是从“自我”的个体自负

中跳出，以承认“另一主体”，且以“责任先于自由”为判断的主体样态。马克思也曾言：“人的本质并不

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６］５６在人的本质的言判中精炼

地表达了“他我”式认同主体的本然意涵。简言之，“他我”式认同主体是国家与社会有机互动下认同表

征于内生与有机化的主体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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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海德格尔选集［Ｍ］．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６．

［９］Ｓｉｍｏｎ．Ｇｅｎｄｅｒｉ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Ｍ］．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９６．

［１０］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１卷）［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１］ＲｏｂｅｒｔＦｉｎｅ，ＳｈｉｒｉｎＲａｉ．Ｃｉｖｉ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Ｍ］．Ｌｏｎｄｏｎ，Ｐｏｒｔｌａｎｄ：ＦｒａｎｋＣａｓｓ＆Ｃｏ．Ｌｔｄ．，１９９７．

［１２］（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１．

［１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４］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

［１５］（德）马克斯·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７．

［１６］侯　猛．权利观念的中国化———从民族国家选择到社区伦理挑战［Ｊ］．法律科学，２０１１（５）：３－１２．

［１７］（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Ｍ］．章　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８］（美）玛丽·安·格伦顿．权利话语———穷途末路的政治言辞［Ｍ］．周　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９］（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Ｍ］．北京：商务印书

馆，２００４．

［２０］张　静．国家与社会［Ｍ］．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２１］桑玉成．现代政治文明的源起及其演进［Ｎ］．文汇报，２００３－１２－２８．

［２２］（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Ｍ］．北京：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９．

［２３］ＳａｎｄｅｌＭＪ．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ｓ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

（责任校对　莫秀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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